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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继承法律关系中的特殊问题，当缺乏明确的赠与合同或遗嘱时，如何合理推定被继承人是否

存在生前将财产赠与他人的意思表示。从生前赠与行为的复杂性出发，特别就“在当事人过世且缺乏直

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赠与的构成要件和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继承案

件处理过程中，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从民事法律行为本身、事实本身、当事人分配财产的惯

用逻辑以及基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期待可能性角度分别分析，进行多角度论证。如果生前的财产转移基于

明确的赠与关系，则继承人无权对此提出分割诉求。相反，如果财产流转基于保管或委托关系，则属于

遗产范畴。因此，自然人生前处置的个人财产未必全然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而是要严格审查该财产

处置行为是否为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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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special problems in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in particular 
how to reasonably presume the existence of the decedent’s intention to gift property to another 
person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licit gift contract or will. From the complexity of inter vivos gifts, the 
issue of “how to determin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 gift and the true will of the decedent when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dea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direct evidence of a clearly expressed gift” is 
explored in depth. In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inheritance cases, the facts and legal relationships of 
the case should be combined to analyze and argu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legal act itself, the facts themselves, the customary logic of the partie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nticip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
dren. If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during life is based on a clear gift relationship, the heirs are not 
entitled to make a claim for division in this regard. On the contrary, if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ustody or entrustment on behalf of others,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inheritance. Therefore, the personal property disposed of by a natural person during his/her life-
time may not be distributed as an inheritance, but should be strictly examined to see whether the 
act of disposing of the property during his/her lifetime is the true expression of his/her intention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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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继承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具备一定的复杂性。因其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基础，但又

也包含着特殊的财产法律关系。在讨论继承纠纷时，常常围绕遗赠、遗赠扶养协议或继承人之外主体的

酌情分得遗产这几个问题，较少直接退回起点去讨论看似外观符合遗产定义的争议标的本身性质问题，

即如果该标的本身不算遗产，而是生前赠与行为的标的，那么该如何进行区分和推定论证。私法自治是

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在我国继承法律规则尚不足够完善的情况下，探寻既能尊重已故行为人真

实的意思表示、对其生前做出的行为进行正确推定，又能平衡好案件纠纷中的各方当事人的解决路径，

即是本问题讨论的价值所在。 
生前赠与及死后继承均属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此类纠纷通常发生在当事人去世后继承开始时，被

继承人认为当事人生前处置的财产应当属于遗产的一部分，而生前财产处置行为的财物接收方认为该标

的已经在当事人生前处置完毕，自然不属于死后的遗产范围。财产的代际传递与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密

切相关，因其融合了身份与财产两个要素，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均意义重大[1]。但是由于当事人的过

世以及大部分民众在该方面取证意识的薄弱而未留有可以区分赠与还是继承的直接证据，因此常常留给

代理人可争取的空间很小，只能通过多个因素综合推定论证。常规赠与的认定通常是以一般的民事财产

法律关系为基础，以商品经济为背景，而此类纠纷却常常基于亲缘纽带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赠与因

此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味强调赠与外观的法定要件，则容易导致案件结果与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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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背道而驰。赠与的构成要件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孰轻孰重？如何有效论证已故当事人

的行为意思表示？如何将口头赠与在形式要件不齐备的情况下推定论证为真实存在的有效赠与？上述问

题由于暂无明确判断规则而具备一定的争取空间因此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2. 从案例来看生前赠与与死后继承区分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被继承人张三与配偶李四共生育张甲、张乙和张丙三个子女，无养子女、非婚生子女和继子女。张

三和李四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张三和李四均未留有遗嘱和遗赠，生前均主要由张甲照料。李四生前被

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张三为李四的监护人。诉争房屋原登记在张三、李四、张甲和张

甲之子四人名下。诉争房屋在 2020 年已对外售出，出售价款均在张甲处。张乙和张丙认为，该款项其中 
1/2 属于张三和李四的遗产，应由全部子女平均继承。李四 2021 年去世，张三 2022 年去世，二人过世后

张乙张丙将张甲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张三和李四包括上述房屋出售款在内的全部遗产。 
本案中涉及两组存在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同的认定方式会得出关于法律关系不同的解读。首先是被

继承人的生前赠与关系。我国民法规定赠与是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通常其需要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

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当受赠人做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时，赠与关系才能成立。本案中，

张三、李四、张甲与张甲之子四人共同共有的房屋在张三李四仍在世时即完成出售，出售款一直在张甲

处。如何进行法律关系的梳理与该笔款项的性质的论证，从而得出有利于当事人的结论为本案关键。如

认定为赠与，则张三和李四为赠与人，张甲为受赠人。 
其次是被继承人的死后继承关系。继承法律关系主要是发生在特定的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亲属

身份为基础是继承法律关系区别于一般财产关系与一般身份关系的重要特点。本案中，张乙张丙主张按

照法定继承对被继承人的财产进行继承。而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认定，应依据继承编关于继承顺序的规定

进行审查。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张甲兄弟三人作为被继承人张三和李四的全部

子女同时视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以哪种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即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在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

依照其自己的意志或者依照法律在其继承人的范围内进行流转，他人不得非法取得，是私有财产权益得

到保护的体现[2]。但是实际上部分财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实际交付给他人，并且长期未予取回或者主

张权利，特别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这部分财产是否应当被视为被继承人生前已经赠与给了对方，从而

不再纳入遗产范围。若想争取这种赠与的有效性，需要权衡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赠与行为的构成要件、

家庭关系、财产性质、当事人的实际行为习惯和表现等。此外，还需要探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推定赠

与的证明责任，以及如何在保护继承权益与尊重被继承人生前真实意愿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针对上述的难点问题，作为主张赠与成立的一方，处理思路即为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与法律关系中的

要点对赠与进行多角度论证，尽可能地将赠与推定成立，并在此过程中亦尝试对推定赠与的裁判边界进

行探索。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是否属于赠与应当根据时间、当事人意愿等因素进

行综合判断。理论上来说，若生前的诉争财物转移基于明确的赠与关系，那开始继承后则继承人则无权

对此提出分割诉求。然而一旦上述财物流转是基于保管或委托关系，则其本质上仍归属于遗产范畴，在

此情况下，保管人或受托人有义务详尽说明该财物的具体状况，与此同时，继承人依法享有要求对此部

分遗产进行合理分配的权利。因此，只要推定赠与成立，则诉争房屋出售款中属于被继承人的房款不属

于本案可供分割的遗产，则张甲不需要与其余兄弟姐妹分配。为论证上述观点，下面从民事法律行为本

身角度、本案事实本身、当事人分配财产的惯用逻辑角度以及基于父母子女此类明显有别于一般赠与的

血亲关系下对赠与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几个纬度出发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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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民事法律行为视角下的赠与认定 

从民事法律行为角度而言，本案中房屋出售所得金额一直在张甲名下，该行为可以视为是张三生前

主动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赠与。从转账时间看，房屋出售行为发生在 2020 年，距张三去世有

足足 2 年的时间，房产交易时张三即示意将房款全部转入张甲账户，完全放弃对该笔金额的支配权。从

赠与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来看，生前张三李四有其自己管理的账户，其财务管理并不依赖张甲，但从未要

求将房款转入其自己的账户，早已表现出明显的赠与的意思表示。此也符合《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

的规定。从潜在的保管与赠与的矛盾来看，如认定为该笔款项的性质为代为保管，则应由主张代为保管

的其余两位子女承担举证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处置完毕的个人财产，法律规定

不能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分配。被继承人基于其当时真实意愿已处分完毕该部分财产权利，现其余子女如

无相反证据或其他证据证明，该部分售房款系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则相应主张法院不应支持。 

2.2. 事实层面的赠与推定 

从实际情况出发，张三夫妇长期与张甲相邻居住，日常生活照料主要由张甲承担。这一事实得到了

邻里亲朋的广泛认可，证明了张甲在赡养父母及照顾兄弟姐妹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鉴于张甲所承担的

责任和义务远超其他家庭成员，张三决定将房屋出售所得款项赠与张甲的行为，不仅合乎情理，也体现

了对张甲多年付出的认可与回报。因此，在缺乏书面赠与合同的情况下，依据张甲长期以来对父母的赡

养事实及张三将房款全数转移给张甲的行为，可合理推定张三具有将该笔款项赠与张甲的真实意思表示。 

2.3. 家庭财产分配习惯的考量 

从当事人分配财产的惯用逻辑而言，早在张三去世十年前的家庭房屋拆迁分配过程中，张三李四即

表现出对于儿子与孙子一贯存在偏爱倾向。当时张乙与其子分配两处房产，对于张甲与其子也本打算分

配两处房产，其中一套当时即已分配给张甲，另一套由于分配时张甲之子尚未成年，同时张三、李四仍

需自住，于是产权由张三、李四、张甲、张甲之子四人共同共有，该处理方式也可看出张三、李四对该套

房产明确的处理意向与赠与的意思表示。实践中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通常包含赠与人与受赠人意思表示

的一致，及对赠与财产的交付。本案中被继承人张三生前对被告一做出口头赠与房屋的承诺，其作为监

护人代理被监护人李四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在生前完整安排购房者将全部售房款转入被告一账户一事，

在事实上完成对于赠与财产的交付，已经履行完毕赠与合同。且被继承人张三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从未

行使对该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因此，被继承人张三实际上完全放弃对其自有部分的所有权的意思表

示明确。 

2.4. 赠与行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 

从行为的可能性来讲，父母对子女的赠与不同于基于其他关系的赠与。在房款转入张甲账户后，如

果需要“儿子转给父亲，父亲再转回给儿子”才能视为赠与，不仅会产生巨额手续费，而且有违父母与

子女之间赠与的常理，仅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外观来判断赠与财产的交付不仅忽视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

示，而且显然有违一般生活经验和法则。 

2.5. 亲子关系下的附条件赠与 

退一步说，即使不直接认定为赠与也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张甲与父母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

的附义务赠与协议，但从当初房产分配背景来看，父母购置房产时特意将张甲及其子一同登记为共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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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此举背后蕴含着对下一代深厚的情感寄托与现实期待。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同样重视并考量传统

伦理观念与社会习俗的影响。在判定推定赠与此类行为背后的法律效力和意图时，应当考虑我国悠久历

史积淀下来的“养儿防老”这一深厚的家庭伦理观念。这意味着父母在赋予子女财产的同时，往往寄寓

着对晚景无忧的美好期盼，同时也暗含了子女应尽到相应赡养义务的期待。即便是在亲子关系之中，赠

与行为亦可视作一种契约形态，甚至可以包含着受赠人需要履行的特定承诺。有些赠与是附有负担的，

即赠与人在赠与合同中约定了受赠人或不为一定行为，尽管从赠与之一般理论上看，这不能被认为是“义

务”或者“对价”，但它却实实在在的是一种负担[3]。因此，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义务。张甲在父母在世期间，对父母悉心照料，死后承担各项丧葬费用，已妥善完成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有鉴于此，张甲接受父母对涉案房屋所有产权对应款项的赠与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因系争房屋在两被继承人生前即已经出售，且全部房款均支付至张甲名下，没有证

据表明张三生前向张甲追讨过房款，故可以视为张三对张甲的赠与行为。”1 二审法院认为“房屋出售后

所得款项一般来讲应当在共同人之间予以处理，除非各方之间另有代为保管或其他意思表示的安排。张

三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自然知晓其享有相应的房屋出售款，并无证据证明其生前采取

诉讼或其它方式向实际掌握钱款的张甲主张，要求将诉争钱款交付于其名下或掌握。”2 因此，综合考虑

到实际生活情况及家庭成员亲情关系，法院认为其有理由相信，实际上张三生前已将其原本享有的房屋

出售款作出处分，即在其去世后，该部分财产不属于其遗产，自然不应当再行在继承人之间进行继承处

理。 
可见，自然人生前处置的个人财产未必全然会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而是要严格审查该财产处置

行为是否为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讨论继承纠纷中推定赠与的边界就变得十分有必要。 

3. 司法实践中其他可能影响对生前赠与和死后继承判断的要点 

除了前文从民事法律行为本身角度、本案事实本身、当事人分配财产的惯用逻辑角度以及基于父母

子女此类明显有别于一般赠与的血亲关系下对赠与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几个维度对生前赠与和死后继承

进行区分外，司法实践中还有其他可以参考的判断要点。由于我国继承规则的制定相对笼统，因此对于

欠缺明确规定和法律适用的问题应当应用好类推适用。首先，可以加入对时间差的考量，即当事人死亡

与财产处置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可以为审清事实提供重要线索。如果时间间隔较长，可能表明赠与行为是

深思熟虑的结果；反之，若时间间隔较短，则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是否有紧急情况或其他特殊情

况影响了赠与人的决定。其次，财产处置行为与最终受益人的关联性，即需要考虑财产处置行为与最终

受益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最后，还需要考虑财产处置行为人的财务状况、行为的公开性以及是否有

其他证据支持赠与或继承的意图等因素。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并非绝对一致，特别是涉及亲子之间的赠

与，血缘关系中蕴含合同关系更加复杂难以确定，这也是此类案件法律没有直接进行规定的原因。 

3.1. 争议财产处置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 

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赠与行为的有效性核心在于确认当事人意志的真实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值

得注意的是，发生在被继承人生命垂危阶段，尤其是在从病情恶化至辞世这一过渡期内的赠与行为，因

被继承人当时主体意识状态可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其赠与意愿的真实性面临较大的质疑风险，被

继承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难以排除合理怀疑。原则上来说，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处置完毕的个人财产，是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的。但在一些审判观点中，

 

 

1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3)沪 0104 民初 11559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沪 01 民终 66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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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部分个案存在特殊性，针对此类临终前极短时间内发生的财产变动，如老人在病重住院治疗且

离世前不足一个月时将存款进行了转移，法院会持审慎态度审视此类行为。在此情形下，若主张此涉诉

财物转移为有效赠与的一方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这一行为确实是老人清醒状态下自主作出的真实

意思表示，法院则不会采信关于赠与的答辩意见，“其余款项均不能证明被继承人自身处置意愿及实际

去向，不属于遗产分割范围”3，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只能由该方承担。因此，在探讨此类问题时需注意

个案中争议财产处置行发生的时间节点。 

3.2. 争议财产处置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处理继承事务中出现争议财产性质认定问题时，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各自的举证能力对争议

财产的性质认定至关重要。通常若争议财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已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处分行为，通常该财产

会被默认排除在遗产继承对象之外，除非继承人有正当理由和证据证明这笔钱仍然还属于被继承人所有。

也就是说，通常先由主张属于遗产的一方进行举证证明，之后再由主张处分财产系基于其他民事法律关

系的一方进行反驳举证，综合各方的举证和陈述的合理性，最终认定是否属于遗产。因此，在讨论此类

问题时可以注意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顺序，选择对所主张观点有利的诉讼策略。 

3.3. 争议财产处置行为发生的具体方式 

在讨论争议财产处置行为的性质时不可避免要梳理当事人家庭的财产管理习惯和个案特点。司法实

践中也有个案因为当事人财产管理习惯的特殊性而产生要求主张赠与的一方先举证的后果。比如在某些

案例中，子女在被继承人生前就已经长期掌握了父母网银密码，并长期协助父母进行网络银行的操作管

理，这种情况在网络发展迅速的当下已经十分常见。在此类情境下，法院的裁决倾向认为，不能轻易将

老年人将网银密码告知子女的行为解读为对其财产的处分授权，尤其是针对被继承人临近去世前的存款

转账行为，更不宜草率排除于遗产范畴之外。厦门中院的判决中就曾有此论述，“本院认为，陈某 2 自

认自 2015 年 9 月起二被继承人的网银Ｕ盾、密码及股票账户、密码均交给陈某 2 全权处理，结合在案的

银行交易明细可知，二被继承人的账户资金有较多理账投资，可见，二被继承人并非是基于赠与存款而

将网银、股票相关账户及密码交付给陈某 2、陈某 3，交付目的高度盖然是为了便于理财管理。”4 据此，

举证责任的分配更倾向于由实际控制和操作账户的子女承担，以确保判决结果更加公正与合理。考虑到

被继承人生前交付网银密码的目的很可能仅是为了方便日常理财管理，而子女长期以来对被继承人账户

的实际掌控及密码知情并非临时授权，故在这种特定的财产管理习惯下，则应由长期控制账户的子女对

财产处置行为是基于被继承人赠与意思表示进行举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八十六条相关规定相契合，该条款指出：“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

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

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赠与事实的认定上，同样要求举证标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

程度。 
对法律没有规定的继承规则，只要不是强制性规范，应当将习惯和法理作为补充法源，支持权利人

的选择，而不能轻易认为其意思表示违反法律[2]。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款项交付或财产处置行为往往没

有书面合同，在此情况下，需要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和伦理常情并在仔细审查案件证据材料的基础上，确

定最为优势的诉讼路径。特梳理本文的几个角度和关注要点，在遇到同类问题时，可以更全面有效地进

行举证和分析，进而形成更具说服力且高效的诉讼策略(本文案例中人名均为化名，案例亦有修改)。 

 

 

3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1 民终 22989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2 民终 142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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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生前赠与和死后继承作为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容易存在认定盲区而产生争议。如

果生前赠与行为视为标的财产已完成有效处置，则不属于遗产即不涉及死后遗产的认定。如果生前赠与

行为无效，继承开始后相关财产标的就会被纳入到遗产的范畴，由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进行分配

即可。在对生前赠与和死后继承进行区分时，建议从民事法律行为本身角度、本案事实本身、当事人分

配财产的惯用逻辑角度以及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四个纬度出发来进行区分。同时，还需要考虑个案的特

殊性，包括死亡发生的时间节点，当事人与标的财产管理的密切程度等等。因此，自然人生前处置的个

人财产并不必然被视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而应当严格审查该财产处置行为是否真正反映了自然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才能最大限度查明并且真相平衡好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探寻出此类案件的最佳答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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